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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撤回公诉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纠正错误起诉的重要机制，但现行制度存在理论基础不清、功能

定位偏差等问题。本文基于起诉便宜主义理论，通过比较法分析指出，完整的撤回公诉制度应当包含起诉

裁量权、诉讼经济原则和程序控制机制三个核心要素。当前我国撤回公诉制度偏离这一理论框架，导致功

能单一化、司法资源浪费和当事人救济不足等问题。为此，本文提出三方面完善路径：一是合理扩张撤回

公诉事由，在审判阶段出现新事实或量刑情节时赋予检察机关裁量权；二是通过明确证据标准限制重新起

诉，防止“程序空转”；三是构建分阶段的当事人救济机制，强化程序参与和权利保障。这些改革措施旨

在实现撤回公诉制度的纠错功能和案件分流功能的有机统一，平衡诉讼效率与司法公正的价值目标。 
 
关键词 

撤回公诉，起诉便宜主义，起诉裁量权，程序控制 
 

 

On the Practical Deviations and System  
Reconstruction of the Withdrawal of  
Public Prosecution System 
—An Analytical Perspective Based on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 

Chao Zhou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Anhui 
 
Received: Jun. 23rd, 2025; accepted: Jun. 27th, 2025; published: Jul. 4th, 2025 

 
 

 
Abstract 
The system of withdrawing public prosecutions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the prosec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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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ties to correct erroneous prosecutions in China’s criminal litigation. However, the current 
system faces issues such as unclear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deviations in functional position-
ing.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rosecutorial economy,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rough comparative legal 
analysis that a complete system for withdrawing public prosecutions should include three core el-
ements: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 principles of litigation economy, and procedural control mecha-
nisms. Currently, China’s system for withdrawing public prosecutions deviates from t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leading to issues such as singular functionality, waste of judicial resources, and insuffi-
cient relief for the parties involved. To address this, the article proposes three ways to improve: 
first, to reasonably expand the grounds for withdrawing public prosecutions by granting prosecu-
tors discretion when new facts or sentencing circumstances arise at the trial stage; second, to clarify 
evidentiary standards to limit retrials and prevent “procedural stagnation”; and third, to establish 
a phased mechanism for party relief to enhance procedural participation and rights protection. 
These reform measures aim to achieve an organic unity between the corrective function of the with-
drawal system and the function of case diversion, balancing the value objectives of litigation effi-
ciency and judicial fai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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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撤回公诉是我国检察机关终结错诉的重要方式，在刑事诉讼实践中具有重要作用。1979 年刑事诉讼

法第 108 条曾确立该制度，但因存在审判权干预公诉权之嫌，1996 年修法时被删除，后续修改也未恢复，

导致法律空白。目前司法实践主要依据“两高”司法解释，但规定过于简略，制度设计不够精细，引发诸

多操作问题。 
学界对撤回公诉制度的完善提出了诸多建议，涵盖撤回理由、时间、审查程序、效力及救济等方面，

但存在明显分歧：横向来看，针对同一问题的结论差异显著，如撤回时间终点有“开庭前”“法庭辩论

前”“被告人最后陈述前”“全诉讼阶段”等不同主张；法院审查标准也存在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之争。

纵向来看，有学者对撤回公诉制度如何完善所采价值取向不一致，例如在撤回理由上强调效率优先，却

又主张实质审查以防范规避无罪判决，导致制度整体难以实现司法资源节约。这种研究分散化的现状，

源于对撤回公诉理论依据的认识不清，致使功能定位失准。 
理论依据的争议主要体现在起诉便宜主义的适用性上。主流观点将其视为起诉便宜主义的体现，但

缺乏深入论证；另有学者认为现行司法解释规定的可撤回事由属于“不应起诉”情形，与起诉便宜主义

无关[1]。笔者认为，当前实践虽已偏离起诉便宜主义本意，但不应否定其理论基础地位。现存问题根源

恰在于未能充分贯彻起诉便宜主义内涵，而非理论依据错误。这些问题由立法空白、司法解释粗疏及功

能异化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 
基于此，本文拟通过厘清起诉便宜主义的核心要义，分析实践偏离产生的具体问题，在现有研究基

础上，探索如何以起诉便宜主义为指导完善撤回公诉制度。重点在于重构制度逻辑，使其既符合诉讼经

济原则，又能有效保障当事人权益，实现程序正义与效率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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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起诉便宜主义的理论内涵与比较法考察 

现代刑事诉讼以国家追诉为主导，起诉是启动审判的前提，因此公诉模式对诉讼程序具有关键影响。

19 世纪 20 年代前，基于报应刑理论，各国普遍采用起诉法定主义，要求符合追诉条件的案件必须起诉。

20 世纪初，随着目的刑理论兴起，强调刑罚教育功能，起诉便宜主义获得重视，主要是指“纵使案件合

乎起诉要件，检察官也可以依照目的性的考量，自行权衡案件‘宜否’提起公诉”[2]。我国刑事诉讼虽

以起诉法定主义为原则，但亦采纳起诉便宜主义精神，如刑诉法第 177 条第 2 款规定的酌定不起诉制度。

比较法视角下，起诉便宜主义的内涵更为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起诉裁量权。通过对比不难发现，起诉便宜主义与起诉法定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公诉机关是否享有

起诉裁量权。这种裁量权以案件符合追诉条件为前提，主要涉及是否起诉及如何起诉的裁量，其具体内

涵因法系而异。在英美法系国家，采用诉因制度。所谓诉因是指为了使控诉主张得到法官的支持而提出

的相当于犯罪构成的事实，完整的诉因包括对于被告人应负何种刑事责任的指控和支持该指控的事实，

即法律因素和事实因素两部分[3]。法院审判必须严格限定在公诉机关指控范围内。这使得公诉机关享有

双重裁量权：一是决定是否起诉(启动或终结程序)；二是决定如何起诉(包括指控罪名和事实)。因此，英

美法系的起诉便宜主义体现为完整的起诉裁量权体系。相比之下，大陆法系国家实行公诉事实制度，法

院虽需基于公诉事实审判，但可独立作出法律评价。公诉机关仅能就“是否起诉”进行裁量，而“如何起

诉”中的犯罪事实部分作为法定要件不可裁量。因此，大陆法系的起诉便宜主义主要表现为“不起诉裁

量权”，只有当公诉机关选择不起诉时才体现其裁量空间。这种差异源于两大法系对审判对象的不同认

识：英美法系强调控辩平等，赋予公诉机关完整裁量权；大陆法系则注重实体真实，限制公诉机关对犯

罪事实的裁量空间。 
诉讼经济原则。诉讼经济原则强调在有限司法资源下实现司法公正，要求以最小成本达成诉讼目

的。黄东熊教授就曾经指出，在司法资源紧张背景下，快速经济的裁判已成为刑事诉讼的首要任务，这

使起诉裁量权的重要性凸显。起诉便宜主义之所以被各国广泛采纳，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提升司法效益。

传统起诉法定主义坚持有罪必诉，虽保障司法公正，却因程序冗长而违背诉讼经济原则，导致司法资

源分配失衡。随着刑事案件激增，许多原采法定主义的国家纷纷引入起诉便宜主义。日本就是典型例

证。明治时期日本效法欧陆采用起诉法定主义，后因犯罪激增导致司法成本过高。1885 年司法大臣发

布轻微犯罪不检举训令，通过赋予起诉裁量权有效降低了司法成本，最终在 1922 年刑事诉讼法中正式

确立该制度[4]。比较法视野下，各国基于起诉便宜主义的制度设计均体现诉讼经济考量：如日本和德国

的暂缓起诉制度实现审前分流；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通过协商降低追诉成本。这些制度都有效优化了司

法资源配置。 
强调程序控制。起诉便宜主义在赋予公诉机关裁量权的同时也带来了权力滥用的风险，为此各国建

立了相应的制约机制。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通过立法明确限定裁量权的适用范围，如德国在确立起诉法定

原则的基础上，将裁量权限定于“罪行轻微且无公共利益需求”的特定案件。在监督机制方面形成了内

外结合的体系：内部通过检察一体化实现层级监督，如德国由司法部制定起诉标准、上级检察机关审查

数据；外部则设立专门审查机构，如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同时各国还建立了多元救济途径，包括我

国的被害人申诉和公诉转自诉制度，以及日本针对特殊案件的准起诉程序，允许经法院审查后强制起诉。

这些制度设计既保留了起诉便宜主义的效率价值，又通过程序约束确保了裁量权的规范行使，在提升司

法效能的同时维护了司法公正。 
综上所述，现代刑事诉讼中起诉便宜主义的引入体现了从报应刑到目的刑的理念转变，其核心在于

赋予检察机关必要的起诉裁量权。这一理论既遵循诉讼经济原则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又通过案件范围限

定、双重监督机制和救济程序等配套措施防范权力滥用。不同法系基于各自诉讼传统形成了差异化的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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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模式：英美法系采全面裁量权，大陆法系则侧重不起诉裁量。我国在坚持起诉法定主义基础上，已经

通过酌定不起诉等制度有限度地吸收了起诉便宜主义的合理内核，以实现公正与效率的价值平衡。但当

前，我国以司法解释为依据的撤回公诉程序设计与运行却与起诉便宜主义出现偏离。 

3. 我国撤回公诉制度的实践偏离：基于起诉便宜主义的检视 

(一) 检察院无起诉裁量权使撤回公诉制度功能欠缺 
对《高检规则》第 424 条规定的七种撤回公诉情形进行类型化分析，可知：第 1、2、5 项属于不符

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第 3、6 项系法定不起诉事由；第 4 项为存疑不起诉情形；第 7 项为兜底条款。

这一规范构造表明，我国检察机关在撤回公诉时完全不具备起诉裁量空间，撤回公诉仅作为错误起诉的

补救机制存在。但是，在比较法视野下，混合主义诉讼模式的日本采用“应不公诉”与“以不公诉为适

当”的双重标准[5]，既包含不应起诉的法定情形，也涵盖不必要起诉的裁量情形。英美法系国家则完全

采起诉便宜主义，不设具体撤回事由限制。这种制度设计使撤回公诉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纠正错误起

诉，另一方面实现审判阶段的案件分流。对比之下，就凸显出我国现行撤回公诉制度的局限性：其一，

功能单一化，仅定位于纠错机制，无法发挥案件分流作用；其二，裁量权缺失，检察机关无法在审判阶

段对“不必要起诉”案件作出灵活处理；其三，程序僵化，导致大量可分流案件被迫进入审判程序。这不

仅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也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更难以实现刑罚个别化的司法目标。 
(二) “撤回公诉–重新起诉”程序进路导致司法资源浪费 
现行撤回公诉制度在理论上具有程序出罪的效率优势，但在实践中却出现了严重的司法资源浪费问

题。虽然撤回公诉与无罪判决都能实现出罪效果，但前者本应通过简化程序来减轻当事人诉累、节约司

法资源。然而司法实践表明，这一制度优势不仅未能实现，反而在某些案件中造成了更大的司法资源消

耗。以吉林省郭某故意伤害案为例，该案历经五年诉讼周期，经过“提起公诉–撤回起诉–重新起诉”

的反复循环才最终获得无罪判决。1 这种“程序空转”现象导致大量司法资源被无谓消耗：案件先后经历

三次一审、两次二审、两次撤回起诉和一次重新起诉，多个审判环节的重复进行不仅增加了法院的工作

负担，也造成了检察资源的重复投入。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首先，重新起诉标准过于宽

泛。《高检规则》第 424 条规定的“新的证据”标准缺乏明确界定，虽然 2021 年司法解释增加了“影响

定罪量刑”的限制，但仍未建立实质性的审查标准，导致法院难以有效把关。其次，在传统司法观念影

响下，部分检察机关倾向于通过“撤回公诉–重新起诉”的程序循环来规避无罪判决，这种操作模式造

成了诉讼程序的反复启动。更严重的是，这种制度运行状况还导致了“二次伤害”效应：一方面，当事人

被迫经历漫长的诉讼过程，如郭某案中当事人等待五年才获得最终结果；另一方面，司法机关也不得不

重复投入资源处理同一案件。这种双重浪费凸显出现行制度在资源配置上的严重缺陷。 
(三) 无独立救济机制致使当事人合法利益保障不足 
我国撤回公诉制度在救济程序的设计上存在明显缺陷。根据刑事正当程序原理，公权力作出不利于

当事人的程序决定时，应当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然而现行制度仅准用不起诉救济条

款，未能充分考虑撤回公诉的特殊性，导致救济效果不彰[6]。就被害人救济而言，公诉转自诉程序在适

用于撤回公诉案件时产生规范冲突。由于撤回公诉后的不起诉决定兼具公诉权行使和审判权确认的双重

属性，法院在审查被害人自诉请求时往往陷入既要审理案件又不能否定先前裁定的困境。司法实践中，

法院通常以提高证明标准的方式变相限制这一救济渠道的适用，如要求被害人提供“新的证据”，这与

普通自诉案件中的证据标准形成明显差异。这种实务做法实质上削弱了被害人的救济权利，尤其对证据

收集能力较弱的被害人造成不公。 

 

 

1参见(2020)吉 06 委赔 4 号司法赔偿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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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同样存在不足。撤回公诉决定形成过程中，被告人既无知情权也无参与权，

完全被排除在程序之外。虽然制度设置了针对撤诉裁定的上诉和对不起诉决定的申诉两种救济途径，但

这些救济仅针对程序违法事项，无法实质解决被告人丧失无罪判决机会的核心问题。只要撤诉程序符合

形式要件，即便被告人权益受损也难以获得有效救济。这种制度设计的缺陷源于对撤回公诉特殊性的认

识不足，简单套用不起诉救济模式，忽视了审判阶段程序决定的复合性特征。撤回公诉既涉及公诉权的

行使，又包含审判权的确认，这种权力交叉的特性实际上要求应以起诉便宜主义中的程序控制理论为指

引，建立更具针对性的救济机制，而非简单准用不起诉救济条款。 

4. 体系重构：起诉便宜主义视角下撤回公诉制度的完善路径 

通过前文论述可知，在比较法视域下，起诉便宜主义的基本内容为起诉裁量权、诉讼经济原则以及

配套的程序控制。我国撤回公诉制度设计及其司法实践运行在这三个方面都有所欠缺，因此有必要将起

诉便宜主义的基本内容贯彻落实。而具体如何进行完善，笔者在借鉴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认

为应当从以下几处入手： 
(一) 赋予起诉裁量权：合理扩张撤回公诉事由 
是否应当赋予检察院撤回公诉的裁量权是刑事诉讼法学界的重要争议问题。肯定论者从法律适用的

统一性出发，认为既然检察官在起诉阶段可以对“不宜起诉的情形”作出不起诉决定，那么在审判阶段

发现同类情形时也应允许撤回起诉，并主张将《刑事诉讼法》第 177 条规定的酌定不起诉情形纳入撤回

事由[7]。否定论者则基于司法权威和维护审判权的立场，主张起诉后案件应交由法院裁决，或从诉讼系

属理论出发，认为起诉后检察官即丧失案件处置权，否则可能造成公诉权对审判权的不当干预[8]。 
笔者支持在特定条件下赋予检察院撤回公诉的裁量权，但反对简单地将酌定不起诉事由直接移植为

撤回事由。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后，司法权威和程序安定性要求撤回公诉必须具有充分正当性。对于因新

事实或证据变化导致的“不应当起诉”情形，撤回公诉具有纠错正当性；但对于审查起诉阶段已掌握的

酌定不起诉事由，若允许检察官在审判阶段再次以此为由撤回，将导致同一案件中裁量权的重复行使和

前后矛盾，可能构成公诉权滥用。因此，撤回公诉裁量权的行使应以审判阶段出现新的有利于被告人的

事实或量刑情节为前提，这种情势变更使得原先的起诉决定失去正当性基础。 
在具体适用标准上，有利于被告人的新事实应当达到显著降低基准刑的程度。就量刑情节而言，《量

刑指导意见》规定的八种情形中，刑事和解最具纳入撤回事由的合理性：首先，与现行刑诉法的和解不

起诉制度相衔接；其次，和解对量刑影响显著，可能减轻基准刑 50%以上甚至免除处罚；再次，和解后

撤回公诉既避免给被告人留下犯罪记录，又能有效修复社会关系；最后，司法实践中已有成功案例，如

宋某某故意伤害案中，双方达成和解后检察院撤回起诉获得法院准许，验证了这一做法的可行性。2 这种

有限制的裁量权配置，既能发挥公诉权的能动性，又可避免司法权威受损，体现了刑事诉讼中公正与效

率的平衡。 
(二) 贯彻诉讼经济原则：证据标准层面限制重新起诉 
防止“撤回起诉–重新起诉”程序恣意化的关键在于限制重新起诉，这已成为理论界共识。关于如

何限制重新起诉，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限制重新起诉次数，二是提高重新起诉的证据标准。笔者倾

向于后者，因为单纯限制次数可能放纵犯罪。有学者借鉴美国“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主张禁止撤回公

诉后的重新起诉，这种做法虽能保障人权并节约司法资源，但在证据不足或发生变化的案件中，若被告

确系犯罪人，禁止重新起诉将阻断实体真实的发现。况且我国刑事诉讼坚持“积极性实体真实发现主义”，

即使已生效判决存在错误仍可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错，对撤回公诉更不应绝对禁止重新起诉。另有学者

 

 

2参见(2018)吉 0582 刑初 35 号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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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将重新起诉限制在一至两次，但这种做法治标不治本，若不提高证据标准，即便一次不合理的重新

起诉也会造成司法资源浪费和当事人诉累，如前文所述郭某故意伤害案即为明证。因此，应当从证据标

准层面严格限制重新起诉，要求法院进行实质审查。 
要在证据标准层面有效限制重新起诉，关键在于明确《高检规则》第 424 条“新的事实或者新的证

据”和《高法解释》第 219 条“新的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证据”的具体标准。首先应明确证据的崭新

性要件，即证据须为撤回公诉后新发现或收集的。具体操作上，可以检察院首次起诉时提交的刑事卷宗

为基准，若重新起诉提交的证据已在首次起诉卷宗中记载，则不应认定为“新的证据”，因为审查起诉

阶段检察院负有全面审查证据的义务，卷宗记载可推定为其已知证据。其次应借鉴日本刑事诉讼法第 340
条规定，要求新证据必须具备“重要性”这一实质要件，即只有当新证据足以使原本不符合起诉条件的

案件转变为符合起诉条件时，才允许重新起诉。这意味着新证据必须关乎罪与非罪的认定，而非仅影响

罪名认定或量刑情节的证据。 
(三) 完善程序控制机制：当事人救济机制的三阶段构建 
我国撤回公诉制度的程序控制应当借鉴域外经验，构建独立的当事人救济机制。现行制度的主要缺

陷在于准用不起诉救济条款难以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因此需要根据撤回公诉程序的四个关键节点建立

分阶段救济机制。具体来说，在现行《高检规则》和《高法解释》规定下的撤回公诉程序，有四个重要的

时间节点，即检察院申请撤回公诉、法院作出准许撤回公诉裁定、法院准许撤回公诉裁定生效、检察院

作出不起诉决定。以检察院申请撤回公诉为起始点，这四个时间节点可以把整个撤回公诉程序分为四个

阶段，在每个阶段内讨论如何保护各方合理利益。 
第一阶段(检察院申请撤诉至法院裁定前)的核心问题是当事人知情权和参与权缺失。学界对保障知

情权已形成共识，即检察院申请撤诉时应告知当事人。关于参与权存在三种观点：一是以当事人同意为

撤诉条件[9]；二是仅对证据不足案件要求被告人同意[10]；三是仅需听取意见[11]。笔者支持第二种观点

的改良版，主张对所有撤诉事由均应取得被告人同意，但被害人只需听取意见。这种设计既保障被告人

的程序选择权，又避免被害人非理性干预。被告人的同意权不会架空检察机关的撤诉启动权，在当前律

师辩护全覆盖背景下，能有效平衡诉讼利益。 
第二阶段(法院裁定至裁定生效前)应重点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根据第一阶段设计，撤诉申请需包含

理由、被害人意见和被告人同意书。法院应进行形式审查，主要审核申请是否符合程序要求。被告人可

对违法裁定提出上诉，由二审法院审查撤诉合法性和被告人同意的自愿性。虽然学界有囿于法院目前“凡

撤必准”而主张实质审查的观点[12]，但笔者认为，考虑到司法成本和个案差异，形式审查更为适宜。通

过强化书面审查和上诉救济，既能防止审查流于形式，又可避免过度消耗司法资源。 
第三、四阶段(裁定生效前后)可合并处理，直接以生效裁定作为程序终点，无需另行作出不起诉决定。

现行规范要求检察院在撤诉后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做法会致使法律规范之间发生冲突：一是可能引发公诉

转自诉与审判权的冲突，这一点前文有所论述；二是不起诉救济程序与禁止重复起诉规则相矛盾，比如，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不起诉决定书公安机关可以要求复议、复核，被害人及被不起诉人有权进

行申诉，经过复议、复核、申诉，如果被不起诉决定书被撤销后，检察机关应当提起公诉，必然违反“撤

回起诉后，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的，不得再次起诉”的规定[13]。以生效裁定终结程序则更为合理，被害

人可直接向法院申诉。这种设计既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又能避免法律体系内部的规范冲突。 
整体而言，该救济机制通过四个阶段的程序控制，在保障当事人权利的同时维护了司法权威。第一

阶段强化当事人参与，第二阶段完善司法审查，第三、四阶段简化程序终结方式，形成了一套兼顾效率

与公正的救济体系。这种制度设计既吸收了域外有益经验，又充分考虑了我国刑事诉讼的特点，能够有

效防止撤回公诉权的滥用，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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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展望 

撤回公诉制度的完善是优化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系统梳理起诉便宜主义理论，

揭示了现行制度偏离理论本源的深层次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改革方案。研究显示，撤回公诉制度的

功能实现需要以起诉便宜主义的系统理论为基础，建立合理的权力配置，既要赋予检察机关必要的裁量

空间，又要构建有效的程序控制机制。未来立法应当明确撤回公诉的法律地位，细化适用标准，完善救

济程序，使该制度既能及时纠正错误起诉，又能实现审判阶段的案件分流。同时，还需要配套完善检察

官绩效考核等机制，消除实务中的不当操作惯性。只有通过理论指引和制度创新的有机结合，才能使撤

回公诉制度真正发挥保障当事人权益、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推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现代化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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